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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抗 日战争对于在战略上遏制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此外，对于日本占领当局 

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所谓“开发”，也应该开展系统研究。因为沦陷区研究亦是抗 日战争史研究非 

常重要之一部分。 

[作者陈谦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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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抗战史研究需有更宏观的视野 

袁成毅 

抗 日战争前后持续 14年，涉及中国国土的大部分地区，根据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全国人 口 

80％的地区均遭 日军破坏蹂躏。① 由于战争时间长，涉及地域广，无论是从 日军侵略的角度还是从 

中国各地抵抗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抗 日战争史的研究除了整体的宏 

观研究和专题研究外，专门针对某一区域的抗战史研究也同样十分重要。近些年来 ，伴随着抗 日战 

争史研究的热潮 ，有关区域抗战史研究也受到各方面重视，产出了不少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极大 

地丰富了抗战史的内容。 

由于区域抗战史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区域 

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在当下区域抗战史的不少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研究并没有将一方区域 

抗战的史事置于整个战争的全局中来把握，往往就事论事，鲜见区域与整体的关联，致使区域抗战 

史的研究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或者说仅停留在地方志的记述层面，因此，区域抗战史的研究 

必须有更为宏观的视野。 

一

、 宏观视野不是简单套用“三阶段论” 

毛泽东在 1938年所著《论持久战》中将中国的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 

段，这一预判也基本上被后来战争演进的过程所证实，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战场是否存在一个单独的 

战略反攻阶段尚存争议，但总的来讲 ，就中国抗 日战争的整体或者全局而言，“三阶段论”的叙事模 

式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对中国全民抗战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所作的划分 ，它绝不 

意味着各地的抗战史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事实上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作为区域抗战史的研究若 

简单套用三阶段来叙述 ，很难展现该区域抗战的真实面貌和特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为 

例，实际上是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才开始大规模遭到日军轰炸，成为战争的重灾区。在这一地 

区，从 1938年到 1941年间日军一直处于航空作战的进攻态势，中国方面完全处于守势，至于中方 

发起的反攻作战，这一地区则又早于国内其他地区，因为自美国空军开始援华助战后，从 1943年实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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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在空战中就开始了战略性反攻。 

而在华北和东部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到 1937年底很多省份相继沦陷，大规模的地面作战 

就已经停止，中日双方实际上便进入了相持的阶段。以浙江省为例，1937年 12月底，日军在占领 

杭州和浙西其他部分地区后，与国民政府守军以钱塘江这一天然屏障为界形成了长达三年的隔江 

对峙局面，直到 1940年以后日军才渡江南侵。1941—1942年，日军又分别在浙东沿海和腹地发起 

宁(波)绍(兴)战役和浙赣战役。日军作战态势的这种变化不但直接影响到了浙江境内沦陷区、国 

统区力量的彼此消长，而且也使得在浙江的国共关系有别于其他地区。因为一般的情形是在战略 

防御阶段国共关系整体上比较好，到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的倾向不断得到强化，然而就浙 

江的国共关系而言，大体可以 194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国共关系在浙江总 

得来说还是比较好，因为中共原来在浙江活动的红军游击武装经与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于 

1938年 3月离开浙江北上到了皖南，编人新四军第二支队。中共武装力量离开浙江后 ，中共在浙 

江主要是立足于重建组织机构，扩大党员队伍，这在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过多限 

制，反而是国民党“借力”中共力量，任用不少中共党员在其“政工队”和省、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 

职。但 1941年宁绍战役爆发后 ，中共在浦东的武装力量南下浙东，建立了“三北”抗 日游击根据 

地，由此开始，在浙江的国共关系便逐步恶化，国民党开始对中共组织的发展加以严格限制，以致于 

1942年发生了“温州事件”，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组织再次被 

取缔，国共关系全面逆转。 

由上可见，所谓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宏观视野，绝不是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简单套用全国抗战史 

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阶段论”，也不是简单套用基于“三阶段论”的叙事模式。 

因为“三阶段论”的宏观叙事就中国抗 El战争的全局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具体到某一特定区域 

就未必成立。这就需要在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当地的具体情况人手，无论是对 

抗战阶段的划分还是对具体史事的评价都要基于特定区域的实际情况。 

二、区域抗战史研究应当有作战全局的视野 

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对于敌我双方作战过程的研究当然是一个重点。当我们在探讨 1937年 

全面抗战初期平津和河北地区正面战场的作战时，很容易发现在地面作战过程中，国民政府军的地 

面部队未能得到空军的援助，从而极大增加了地面作战的困难，这的确也是国民政府军在华北迅速 

败北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们据此就得出结论说国民政府空军对平津和河北的战事不重视或者说 

不愿参战，这就很容易陷入就局部论局部的误区，若对国民政府空军力量在全国的配置加以具体分 

析，把平津和河北地区置于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的整体布局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结论是难以成 

立的。因为到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主要部署于江、浙、赣、皖的南昌、广德、句 

容、蚌埠、杭州、南京等地，具体分布是 ：在江西南昌部署第一大队、第八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 

在安徽广德部署第二大队；在江苏句容部署第三大队；在南京部署第六大队；在安徽蚌埠部署第九 

大队；在杭州部署中央航空学校暂编大队，而在华北地区根本就没有任何部署。① 国民政府在华北 

地区没有空军力量的配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民政府空军力量本来就非常薄弱，到全 

面抗战爆发之际，空军全部飞机也仅 300架左右，其中能够参战的飞机只有 223架。② 而同期的日 

① 高晓星、时平：《民国空军的航迹》，海潮出版社 1992年版，第249--252页。 

②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政局 1946年编印，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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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陆海军航空队可使用的第一线飞机数为 2300架，预备飞机约 280架，军用飞行人员约 15000 

名。① 面对如此绝对失衡的力量对比，国民政府有限的空军力量也只能作有重点的配置，难以在国 

土范围全面部署；第二，战前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范围基本上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在华北地区的地 

方势力与国民政府中央之间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且又长期受制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战前很难构建 

起对日空防体系。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才导致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空军未能到平津一带 

助战的现实。蒋介石在 1937年8月 1日的一次会议上也非常直白地道出了其中的无奈 ： 

⋯ ⋯ 黄河以北，不仅地方政府平时毫无防空设备，就是中央要去训练空军，按地设防，也感 

受许许多多的困难，譬如敌人的破坏，使我们要准备也无从下手，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黄河 

以北既无坚固适用的飞机场，中央空军要想北上作战，也不是万全必胜之策，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我们的飞机只有六小时的油量，即从徐州郑州加油起飞到平津一带，亦有四小时的航程， 

来往已赶不及，如何还能作战?② 

可见对于区域战史的研究确有必要“跳出”区域，从作战全局的视野加以全面审视，这样的研 

究结论方才经得起推敲。 

三、区域抗战史应当兼顾“侵略”与“抵抗”两个面相 

抗 日战争本来就有侵略与反侵略的两个面相，但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由于受研究资料的限 

制，很多情况下主要是讲我方的“抗”，而缺少对敌方“侵”的研究，这就少了一个研究的面相。以上 

海地区的抗战为例，如果我们对日方在战前密集的作战部署不加以仔细的考察，就很容易陷入对谁 

先挑起战事的简单争论，但如果有了对 日方部署的详细跟踪，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在上海谁先挑起战 

端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 

以航空作战为例，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陆军的航空队就陆续到达华北，开启了 

对华航空作战，海军航空队也有部分力量到华北担任援护，也就是说在上海战事爆发之前，日军早 

已挑起了对华航空作战的战端。那么上海地区的情形如何呢?早在 1937年 7月 1 1日，日本海军 

军令部就下令立即编成海军特设航空部队——第一联合航空队和第二联合航空队，并将其驻地逐 

步由国内基地向靠近中国沿海的基地逼进。而同时由陆海两军达成的《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航 

空协定》更是明确了陆军航空队主战华北，海军航空队配合华北、主攻华中(包括现在的华东一 

带——笔者注)华南的作战部署。根据该协定，海军航空队在7月底到8月初逐步从国内基地移往 

台北和济州岛，以便随时参加在上海及附近地区的作战。③ 同一时期，由“龙骧”号、“凤翔”号航空 

母舰编组的第一航空战队和由“加贺”号航母编组的第二航空战队也都被编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 

长谷川清指挥，并于 8月 12日到 13日间侵入舟山群岛北端的马鞍群岛。④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舟 

山群岛东北的马鞍群岛本来极具战略价值，早在明朝时该地就是倭寇进入大陆的一个跳板，因此抗 

战爆发前还有学者提出在此设防的建议 ，但由于对此地的行政管辖上江、浙两省一直不甚明确，这 

① 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时期军事报告》，《民国丛书》第2编 32，上海书店 1989年版，第95页。 

②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1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年版，第600__6Ol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 

华书局 1991年版．第211页。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ll_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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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极大地便利于日本的军事部署。① 

除上述航空力量的部署外，8月7日，长谷JiI清还下令第十二航空队迅速搭乘军舰“神威”号以 

及第二十八驱逐队的战舰进入上海方面，侦察杭州笕桥、翁家埠、乔司、诸暨等机场以及上海虹桥机 

场、吴淞炮台。8月 11日，“神威”号上的飞机从舟山群岛南端的韭山群岛起飞对上述 目标进行了 

侦察。② 日军的这些行为已经完全构成了对中方的侵略，只是在当时还没有遭到中方的还击 ，而日 

方的计谋是中方一旦还击，便借机全面消灭国民政府空军。8月 12 13，日本海军在《大海令第 12 

号》中指示“敌如来攻，应不失时机地击破敌航空兵力”。③ 正是鉴于 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8月 13 

日下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各部队于 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 

准备出击的位置，完成一切攻击的准备。长谷川清也于当日晚向其指挥下的航空部队下达了攻击 

杭州、广德、苏州、虹桥等地的命令。④ 

8月 14日上午，国民政府空军主动出击，袭击了日本海军在上海的特别陆战队本部以及 日军 

在吴淞海面的第八战队，此外也袭击了日本的旗舰“出云”舰。⑧ 当日午后，日本海军除动用在上海 

的航空兵力外，待机台北的鹿屋海军航空队亦出动 9架飞机进袭广德，9架飞机空袭杭州。⑥ 如果 

仅仅就上海地区的航空作战而言，无疑先发起攻击的是国民政府空军，但透过对 日军作战部署的分 

析，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是，其实日本的陆军航空队早在 7月间已经在华北有大规模的航空作战 

了，而且海军航空队也早已参加了在华北的作战，双方已经处于交战的状态，只是国民政府空军无 

力应对华北战事而已，这样，国民政府空军在上海地区的主动出击就根本不能成为日军扩大侵略的 

理由。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一个互动过程，在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中，若敌方在我们的叙事中处于缺失的 

状态，就很容易形成单方面抗击的叙事逻辑，也容易产生评判的误区。 

四、区域抗战史应当有国际的视野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过程中，中国既得到过盟国的援助，同 

时也与盟国有着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些合作有些是战略性的，有些是战术性的，有的是显性的，也有 

的是隐性的，而在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中很容易忽略这些方面，因此，区域抗战史必须有国际的视野。 

以1942年的浙赣战役为例，从一般的区域抗战史的角度而言，它是抗战中期发生于浙江和江 

西的重大战役，国民政府虽然动用了众多兵力组织了抵抗 ，但最后仍然以失败而终。如果我们对浙 

赣战役的叙事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显然就没有看到这场战役的实际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从国际 

的视野来看，就发现这场战役其实对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战局也是有重要影响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初期，美军虽想实施对 日本本土的空袭，但鉴于距离遥远以及技术方面的原因尚难实现，于是，利用 

中国境内的基地实施这一战略就成为重要选项。当时美国军方策划的空袭计划是，先将航空母舰 

开到距 日本海岸较近海域，然后从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东京等大城市，轰炸完成后飞机降落中 

国浙江和江西境内机场。1942年 4月 18日，美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 16架 B一25型轰炸机 

① 忍盒：《马鞍群岛调查记》，《水产》1936年第3卷第3一_4期，第29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2页。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4页。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5页。 

⑤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l4_2l5页。 

⑥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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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到距离 日本较近的海域，在杜利特尔(Doolittle)中校指挥下，飞机从航母起飞后到达 日本上空， 

对东京、名古屋以及神户等大城市进行轰炸。空袭破坏了这些城市的一些建筑，并致百余人伤亡。 

空袭结束后 ，美机按预定计划返向中国浙江省的衢州机场，但由于气象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80 

多名机组人员在返回途中被迫弃机跳伞或迫降，其中绝大多数在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地着陆后被中 

国军民救助。① 这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极大增强了美国人民战胜 Et本法西斯的信心，但中国却不 

得不承受来 自El本的报复性攻击。4月 22日，日本大本营改变了原有的作战计划，下令中国派遣 

军总司令部，要其“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主要的航空根据地，以粉碎敌人利用该方面轰炸我 

本土的企图”。② 5月中旬，13军发起浙赣战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同年 8月，由于国民政府对 

Et军发起该战役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仓促组织抵抗，被迫应战达三个月之久，付出了巨大的 

伤亡代价。日军在作战过程中还公然违犯国际法规，在多地施放毒气和投放细菌，浙赣境内遭受了 

空前的战争损失。由于这场战役完全是由美军对 Et作战的战略引起 ，而 日军作战的意图也正是为 

了打破美军利用浙赣境内机场实施对13本本土的袭击，因此浙赣地区的军民实际上是替美军承受 

了来自日军的报复性进攻，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方面从作战的角度虽然失败了，但它实际上 

是以失败的代价换来了美军暂时放弃轰炸日本本土的战略选项，对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产生了 

重要影响。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大格局中来看新四军于 1944年在浙江大规模布局的问 

题。抗战时期中共非常重视国际力量对战争的影响，毛泽东在 1938年谈未来中国的战略反攻时就 

认为“收复失地，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的力量。然而 

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③ 

正因为重视国际力量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中共在各地武装力量的布局就会有国际因素的 

考量。 

1944年7月，经过中共长期的争取，美国方面派出了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与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并判断美军将来肯定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实 

施对日登陆作战。毛泽东关于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判断及时地通过中共的内部系统传达 

到了新四军。8月21日，毛泽东在致张云逸和饶漱石的电文中讲道 ：“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 

和我军配合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 

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问，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④9月 27日，中 

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边地区的总方针和部署》，明确提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 

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的工作应有新的部署 ，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⑤ 

11月 2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又致电张云逸与饶漱石，指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 

带工作还很薄弱”。⑥ 根据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1944年 8月以后，中共大力扩展在浙 

江地区的军事力量，准备配合将来盟军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登陆作战。最早是新四军第十六旅发起 

了在浙江的长兴战役，基本上控制了太湖西南岸地区，同年 l2月中旬，新四军第一师根据中共中央 

① 王国林：《轰炸东京——中国救助美国飞行员纪实》，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第356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贾玉芹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上，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7O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年版，第7【x】 O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537_538页。 

(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西抗 日根据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3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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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中局的战略部署，兵分两路从苏中南下浙西地区。到次年 5月，建立起了浙西抗 日根据地。 

可见 1944年新四军之所以在浙江作了大规模的部署，其主要的战略出发点就是准备配合盟军在 

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当然，后来的情况是美军最终放弃了登陆作战计划，新四军也离开了浙江。 

新四军从大规模进入浙江到最后撤离，也反映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与中国战场的联动 

关系。 

总之，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的过程中，如果能以宏 

观的视野审视史事，就可以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对微观实证研究的否定 ，恰恰相反，具有宏观视野的微观实证研究才是区域抗 

战史研究的正道，空泛的宏观叙事和没有宏观视野的琐碎探究都容易陷入研究的误区。 

[作者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如何突破“学术第一岛链" 

韩东育 

(责任编辑：马晓娟) 

中国的对外交流，固然需要穿越地理和军事意义上的“第一岛链”，但我以为，“学术第一岛链” 

的突破，在当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尤显迫切。可当我们尝试着这样做时却发现，除少数学者和 

学术团队外 ，历史学界更多和更切实的感受，往往是力不从心。这或许该怪我们 自己：长期以来养 

成的自说白话陋习和假大空式理论壮志，已经把历史学最可宝贵的细节追究传统，抛掷到了脑后， 

以至于一条细微的材料，便可以让无数个理论体系“忽喇喇似大厦倾”，多米诺效应竞少有悬念。 

重要的是，我们遇到的学术对手总喜欢细节的追究，而由小见大和论从史出的方法又每每要胜出以 

大化小和史从论出的学风等事实，意味着对真确和细节的重视与重提，已不再是你想与不想的问 

题，而是必须如此的问题。由此，恕我直言，在抗日战争问题上 日本学界一直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学 

术“岛链”，似乎从很早以前就在苛酷地拷问着中国学界 ：那种动辄把政治家和军人推向“前线”的 

做法 ，其实已暗示了学者的失职。 

在抗战中，蒙受过巨大灾难的中国，理应在战争性质和被害细节上最具发言权。为此，我们曾 

不止一次地批判 Et本学者，声讨他们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和以“定量”否决 

“定性”的惯常恶习①，也不止一次地想认真破解上述恶习之延伸线上的“竹内好之问”②和“沟口雄 

三之问”⑧，但如实讲 ，在确凿证据的掌握和诡辩逻辑的解构上，中方学者似乎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 

间。与司法领域的好人饮恨案例相仿佛，人们明知道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被告就是杀人犯，唯因证 

据不足，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无罪释放。战争期间，日本军所制造的罪恶应远比我们所掌握的 

资料还要多，但当下讨论历史问题的各方人士，又恰恰均非中日战争的“在场者”。这意味着，资料 

① 参见韩东育《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② 参见竹内好r近代 超克J、『近代化E任抗』、筑摩吉房、1959年。 

③ 参见沟口雄三等《创造 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o1#-g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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